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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团队道德行为模式的概念、发展与影响机制* 

杨春江 1  陈奥博 2  杨  晓 1 

(1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127) (2 唐山学院电子商务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伴随团队的迅速普及和多样化发展, 团队集体道德行为已超越个体道德行为, 越发成为组织道德研

究的前沿议题。传统研究忽视了团队的诸多群体属性, 难以揭示集体道德行为的真实规律。鉴于此, 本研究聚

焦团队全体成员的道德行为组合形态和集体表征, 提出团队道德行为模式(TMBP)的概念, 并进一步：①从动

态视角纵向分析团队集体道德行为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②基于团队的三维属性, 区分出三类典型团队(技能导

向型、权威导向型和时间导向型), 并进一步推演各自对应的聚类式、层级式和均等式 TMBP 的形成逻辑和演

化趋势; ③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 系统探讨三类 TMBP 对个体/团队/组织多层次结果的影响和机理。本文

旨在更直接地解释团队道德现象, 弥补团队研究长期忽视伦理议题的不足, 突破个体中心主义的道德研究局

限, 开辟团队道德研究的新领域, 并为团队伦理管理实践提供指导。 

关键词  团队道德行为模式, 团队类型, 动态演化, 多层影响 

分类号  B849: C93 

1  问题提出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快速重塑组织中行动、关

系和责任的生成方式, 不仅动摇了以个体、岗位

和层级为基础的传统组织运行框架, 也深刻改变

着组织伦理治理的既有假设(Faraj et al., 2018)。近

年来, 大众汽车排放门、富国银行假账户、波音

737MAX 缺陷等商业丑闻不断被揭露, 表明组织

中的失德行为并非员工个体的偶发偏误, 而是群

体的系统性失范。与此相对, Appletree Answers 公

司实施的“Dream On”计划、Humax 公司推行的“互

惠环”项目等成功实践(Grant, 2013), 也说明道德

行为不仅是个人品格的表现, 还会在群体互动中

产生感染、扩散和涟漪效应。上述正反两类现象

共同提示我们, 组织道德行为越发呈现出群体化

特征, 仅从个体视角已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预测

和解释。随着数智化协作、平台化组织和新兴工

作形态的不断发展, 各类新型团队已成为组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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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基本单元, 并直接承载着认知判断、道德行

动和伦理责任(Lane et al., 2023)。要正确理解当今

组织伦理治理的内在逻辑, 就必须深入揭示团队

道德行为的表现形式、生成机制和演化规律。为

此, 既不能将个体道德规律简单移植到团队层面, 

也不能将团队道德简化为成员道德的平均或加

总。团队道德行为具有独特的结构基础、互动机

制与演化逻辑, 只有立足多样化团队的属性和特

征, 才能准确揭示集体道德行为的新规律, 并创

新团队道德理论。 

时至今日 ,  团队道德理论仍处于起步阶段 , 

存在明显不足。在道德领域, 一方面, 团队道德研

究范式的缺失使个体道德向团队道德的转换面临

困难。受个体中心主义影响, 现有道德研究几乎

都聚焦于个体层面的道德决策与行为, 如何上升

到团队层面, 仍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王晓辰 

等, 2018); 另一方面, 道德研究仍局限于静态视

角, 缺乏对时间动态性的关注。仅有的少量团队

道德研究多采用静态视角, 忽视了团队道德在时

间维度上的动态演变(Kouchaki & Smith, 2025)。

在团队领域, 一方面, 现有研究过度重视效率结

果而轻视伦理结果——几乎全部集中于绩效、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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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等效率结果, 对伦理行为、道德声誉等团队伦

理结果鲜有问津; 另一方面, 团队层次构念的概

念化与操作化过于简单, 造成个体与团队层次构

念的混淆和滥用(胡华 等, 2021)。传统团队研究

普遍采用“跨层次同构”策略, 将团队概念简单理

解为个体概念的复制或聚合, 忽视了团队作为复

杂群体系统的动态涌现特性(Chan, 2019)。 

旨在回应上述企业伦理治理现实并弥补现有

团队道德理论的不足, 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团队道

德行为模式(team moral behavior pattern, TMBP)

这一新概念, 并围绕“TMBP 如何形成与演变？这

一过程遵循何种内在逻辑？不同类型团队会呈现

何种不同的 TMBP？TMBP 对成员、团队与组织

分别产生怎样影响？其背后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如何进行有效干预？”等关键问题 , 搭建团队集

体道德研究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 本文首先聚

焦“是什么”, 基于团队的群体属性提出 TMBP 这

一团队层面构念 , 将其界定为“全体团队成员的

个人道德行为在团队层面所呈现出的特定且规律

化的集体特征”; 随后转向“为什么”和“会怎样”, 

一方面从一般层面归纳和分析 TMBP 的动态演化

规律, 揭示个体道德行为在团队层面经历“整合—

强化—调整—重构”并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集体

行为模式的过程; 另一方面, 基于三维属性模型

区分出三类团队(技能导向型、权威导向型和时间

导向型), 考察各自 TMBP 的形成过程、演化路径

和多层次影响效应等。通过上述构思, 本文力图

围绕 TMBP 这一核心概念, 建构团队道德研究的

新理论：一方面, 为团队研究开辟一个关注群体

道德特征及其行为表现的新领域, 从道德视角识 

 

别和抽象更多团队新特征, 纠正团队研究长期忽

视道德议题所造成的理论失衡; 另一方面, 也为

道德研究打开新的理论视窗, 将研究主体由个体

拓展至团队层面, 从而发现和解释更多发生于团

队情境中的群体道德现象, 增强道德研究与组织

理论之间的对话与融合。 

2  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分析 

本部分从静态视角下的个体道德研究、动态

视角下的个体道德研究和静态视角下的团队道德

研究三个方面梳理相关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展望

未来研究方向。 

2.1  静态视角下的个体道德研究 

静态视角下的个体道德研究主要包括个体特

征视角和互动主义视角。前者建立在“好苹果—坏

苹果”假设之上, 认为人格、道德认知、价值观及

人口学特征等会影响道德判断与行为, 形成了道

德认知发展理论、道德认同理论、社会直觉主义

模型和道德决策双系统模型等理论体系, 主要发

现见表 1; 后者则认为道德行为并非单纯由稳定

的个体特征决定, 而是个人与组织情境共同作用

的结果。特定情境既可能使“好苹果”做出错误决

策 , 也可能抑制“坏苹果”的非道德行为 (Trevino 

& Youngblood, 1990), 主要发现见表 2。 

2.2  动态视角下的个体道德研究 

个体动态道德研究打破了道德一致性假设 , 

认为个体的道德状态并非不变, 而会在道德与非

道德行为之间动态调整, 以维持道德平衡(Zhong 

et al., 2009)。这一过程被称为道德自我调节, 包括

道德许可和道德净化两条路径(Mullen & Monin,  

表 1  个体特征影响道德的主要实证研究成果 

类别 变量 发现 

人格特质 消极人格、道德认同、大五

人格 

消极人格和较低的道德认同会增加非道德行为 , 积极人格特质则有助于促进

伦理行为(Aquino & Reed, 2002; Hegarty & Sims, 1979; Soutter et al., 2020)。 

人口学与

文化特征 

年龄、性别、国籍、集体与

个体主义 

年龄和性别与不道德决策有关, 但国籍以及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的影响尚未形

成一致结论(Craft, 2013; Tenbrunsel & Smith-Crowe, 2008)。 

道德能力 道德认知发展、道德推理、

道德所有权与道德勇气 

较高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能够抑制不道德行为; 道德推理不足可能造成仓促

判断, 过度推理也可能服务于行为合理化(Moore & Tenbrunsel, 2014)。 

道德哲学

与宗教 

义务主义、功利主义、宗教

信仰 

义务主义与较高的道德觉察相关 , 宗教信仰通常与义务导向和亲社会行为正

相关(Reynolds, 2006; Shariff, 2015)。 

道德基础 伤害、公平、忠诚、权威、

神圣等 

伤害和公平侧重保护个体利益, 忠诚、权威和神圣则更强调群体秩序与凝聚力

(Atari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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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互动因素影响道德的主要实证研究成果 

类别 变量 发现 

领导与同

事影响 

伦理型领导、领导正直、

道德典范、社会线索 

领导和同事可以通过行为示范、社会线索和伦理倡导影响员工的道德判断与行为

(Brown et al., 2005; Chen et al., 2020; Sonenshein, 2007)。 

伦理系统 行为准则、伦理培训、监

督制裁、组织社会化 

正式制度能够规范和约束行为, 但过度个人化的准则或过度监控也可能诱发虚假

行为和责任推卸(Kouchaki et al., 2019; Thiel et al., 2023)。 

伦理情境 伦理氛围、伦理文化、道

德助推 

仁爱型和原则型伦理氛围能够抑制不道德行为, 自私型伦理氛围则会提高非道德意

图; 道德助推有助于促进利他与合作(Capraro et al., 2019; Kish-Gephart et al., 2010)。 

工作与职

业因素 

工作满意、组织认同、绩

效压力、职业身份 

工作满意通常能够减少越轨行为, 但过强的组织认同、工作激情和绩效压力可能

促使员工合理化不道德行为(Judge et al., 2006; Mitchell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19)。

身份、等

级与权力 

工作身份、家庭身份、权

力感 

身份分离可能增强不真实感和不道德行为; 权力既可能强化个体原有道德倾向 , 

也可能因自我关注而削弱道德判断(Ebrahimi et al., 2020; Lammers et al., 2015)。 

外部制度

环境 

经济状况、法律法规 经济状况会通过利益机会和工作不安全感影响伦理决策; 法律法规则通过提高违

规成本、强化社会规范来约束行为。 

伦理问题

特征 

后果严重性、影响范围、

紧迫性、接近度、社会共识 

伦理问题的道德强度越高, 个体识别其道德属性的可能性越大, 做出不道德选择

的可能性越低(Jones, 1991; Kish-Gephart et al., 2010)。 

 

2016)。道德许可指个体借助先前的道德行为, 为

后续非道德行为提供心理正当性(Blanken et al., 

2015)。其主要包括道德账户和道德凭证两种机

制：前者将既往道德行为视为可抵消未来不道德

行为的“信用”, 后者则以过去的道德表现作为凭

证, 弱化对当前不道德行为的负面评价(Mazar & 

Zhong, 2010; Miller & Effron, 2010)。道德净化指

个体在实施非道德行为后, 通过补偿性行为修复

受损的道德自我评价(West & Zhong, 2015)。补偿

形式包括道歉、赔偿等直接补偿, 捐赠等跨领域

补偿, 以及洗手等象征性净化(Mulder & Aquino, 

2013)。例如, 辱虐领导在伤害下属后可能增加体

贴和指导行为, 也可能转向印象管理, 而非真正

弥补伤害(Liao et al., 2018; McClean et al., 2021)。

总之, 道德许可和道德净化揭示了个体道德行为

围绕道德参照点不断波动的动态过程。Perkins 等

(2024)进一步提出了“初始行为评估  补偿目标

选择  补偿行为评估  道德参照点调整”的四

阶段道德自我调节模型。 

2.3  静态视角下的团队道德研究 

团队层面的道德研究相对有限, 主要以社会

学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道德认同理论和道德

脱离理论为基础。社会学习理论认为, 团队成员

会通过观察和模仿领导者及同事的行为习得伦理

规范 , 尤其受到伦理型领导示范作用的影响

(Bandura, 1977)。社会交换理论强调, 互惠、信任

和高质量交换关系能够促进合作、组织公民行为

及道德规范遵循(Blau, 1964)。道德认同理论指出, 

共享的道德价值观和集体道德认同有助于提高团

队伦理决策质量、增强成员信任并减少不道德行

为(Aquino & Reed, 2002; Reynolds, 2006)。道德脱

离理论则认为, 团队成员可能通过责任分散、集

体归因和行为合理化降低个人责任感, 进而使不

道德行为在团队中常态化并扩散(Bandura, 1999; 

Klotz & Bolino, 2013)。相关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团队道德概念及其测量, 重点关注

伦理氛围以及信任、责任、尊重、正直、包容和

协作等团队规范 ( 刘冰  等 , 2015; Cabana & 

Kaptein, 2021); 二是团队道德的前因, 主要考察

领导行为、团队构成、行业特征和法律法规等因

素(章发旺, 廖建桥, 2017; Cheng & Wang, 2015); 

三是团队道德的后果, 主要分析团队伦理氛围对

团队绩效、满意度和凝聚力等结果的影响(彭正龙 

等, 2015; Kim & Vandenberghe, 2020)。 

2.4  研究动态分析 

结合道德研究经验与团队特征, 本文提出三

个值得深入推进的方向。 

其一, 未来研究应突破个体层面道德研究的

局限, 向团队、组织和跨层次研究拓展。既有组

织道德研究长期以个体为中心, 围绕道德特征、

道德判断、道德认同和道德行为积累了大量成果。

然而, 随着个体道德研究日趋饱和, 在该领域取

得理论突破的难度不断增加。同时, 组织运行日

益以团队为基本单元, 也要求研究视野向群体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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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延伸。团队行为具有共享性、互动性和涌现性, 

简单套用个体道德理论难以充分解释其独特规

律。因此, 未来研究应关注团队道德行为如何从

成员互动中涌现、如何形成稳定的集体道德模式, 

以及如何对成员和组织产生跨层次影响。 

其二, 研究视角应由静态描述拓展至团队道

德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尽管个体道德研究已关注

道德发展和动态调节, 但现有团队道德研究仍多

将其视为相对稳定的状态, 对其形成、变化和演

化关注不足。事实上, 互动性、动态性和演化性

是团队的重要属性。随着成员构成、关系结构、

权力分布、任务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团队道

德也会持续调整。因此, 未来研究应采用全过程

和长时间窗口的视角, 考察成员互动及团队结构

变化如何影响集体道德行为的形成、发展与演化, 

进而构建并检验团队道德的动态理论。 

其三, 团队研究应突破效率中心主义, 增加

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长期以来, 团队研究主

要聚焦绩效、效率、创新和协作, 而团队伦理道 

 

德问题相对边缘。这种失衡既限制了对团队道德

运行规律的理解, 也难以为实践中的团队伦理治

理提供充分指导。此外, 团队效率与团队道德研

究长期相互割裂 , 容易忽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

系。事实上, 效率与道德并非彼此排斥, 而可能相

互促进。因此, 未来研究应推动团队效率与道德

研究的交叉整合, 将研究目标从建构“高效团队”

拓展为建构“高效且道德的团队”。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构想了三部分研究内容： TMBP 的概

念化和动态分析, 不同类型团队的 TMBP 研究, 

以及辨析 TMBP 的多层次效应与作用机理。图 1

展示了本部分的结构安排。 

3.1  团队道德行为模式动态循环模型的构建与

分析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 行为主体会在认知、动

机、行为标准和自我评价的共同作用下, 通过预见、

调节与反思持续修正自身行为(Bandura, 2001)。本 

 
 

图 1  本文的整体研究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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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该逻辑拓展至团队层面, 把 TMBP 的形成

与演化视为集体自我调节过程。具体而言, 依据

“道德预见—道德调节—道德自省”的循环逻辑 , 

分析道德事件驱动下, 团队道德标准、行为意向、

道德行为及行为评估如何在团队与组织因素的作

用下循环演进, 据此构建 TMBP 动态循环模型(见

图 2)。 
 

 
 

图 2  团队道德行为模式的动态循环模型 
 

团队道德标准、行为意向、道德行为和道德

行为评估构成 TMBP 动态循环的四个关键环节, 

并分别嵌入道德预见、道德调节和道德自省机制

之中(Bandura, 2001)。其中, 团队道德标准是成员

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信念和判断准则, 用于界定

“正确”与“错误”; 团队行为意向是成员通过讨论、

协商、信息共享和情感共鸣形成的集体行动倾向; 

团队道德行为是团队依据共同标准与意向实施或

规避的具体伦理行为; 团队道德行为评估则是对

行为结果及其规范意义进行反思, 以判断是否符

合既定标准并决定是否修正。这四个环节依次对

应规范形成、行动准备、行为实施和反馈修正, 共

同构成 TMBP 动态演化的完整闭环(Marks et al., 

2001)。四者不仅存在由标准到行为的正向作用, 

也存在由行为及其评估结果反向调整道德标准的

反馈机制。因此, 团队会在实践中持续修正其道

德标准和行动方式, 使 TMBP 呈现循环往复的动

态演进过程。 

为明确这一循环的起点 , 本文引入道德事

件——团队或组织中具有伦理意义、能够引发成

员道德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的离散性事件(Liu 

et al., 2023)。道德事件主要发挥三方面作用：一

是作为诱发因素, 通过新颖性、关键性或颠覆性

激活团队对道德标准和行动方案的关注; 二是通

过成员互动、反馈与调整持续影响整个演化过程; 

三是打破原有行为模式, 推动团队重新调整道德

标准、行为意向和道德实践 (Morgeson et al., 

2015)。在此过程中, 团队道德行为可能呈现改善、

维持或退化等不同演化方向。 

命题 1：道德事件是启动 TMBP 开始演化的

关键触发因素。 

依据社会认知理论, 团队作为群体行为主体

具有预见、自我调节和自我反思的功能, 这些功

能将道德事件、道德标准、行为意向、道德行为

与行为评估串联为 TMBP 的演化路径(Bandura, 

2001)。其中：①道德预见是团队在面对道德决策

时, 对未来行为及其后果进行预测, 并据此形成

道德取向和行动计划的过程。外部道德事件主要

来自行业环境、组织制度、监管要求、竞争对手、

社会舆论及伦理危机等, 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团队

的道德标准、行为意向和决策模式。②道德自我

调节是团队对自身行为进行监控与调整, 使实际

行动符合道德标准, 或通过合理化等方式降低非

伦理行为带来的心理冲突。内部道德事件通常由

成员或领导者引发, 包括价值观分歧、责任冲突、

资源分配争议、伦理决策及领导行为等, 会直接

触发团队的道德判断和行为调整。③道德自省是

团队在事件发生后, 对既有道德标准、决策过程

和行为结果进行回顾、评价和修正(Morgeson et al., 

2015)。团队可通过反思吸取经验、优化道德实践, 

也可能通过扭曲事实、弱化标准或转移责任来合

理化非伦理行为。因此, 道德自省具有双向作用, 

既可能推动团队道德提升, 也可能促使不道德行

为延续或强化。 

命题 2：团队的道德预见、道德自我调节和

道德自省功能是解读 TMBP 动态循环的关键机制。 

在 TMBP 动态过程中, 团队和组织因素会影

响道德事件的识别、道德标准的遵从、行为意向

向实际行动的转化, 以及行为评估能否推动后续

修正。本文依据机制匹配性、层次适配性和过程

影响性三个标准, 将调节因素划分为影响道德预

见的识别性条件、影响道德调节的约束性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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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道德自省的反思性条件。其中, 团队因素属

于近端边界条件, 直接影响成员对道德事件的共

同解释、行动调节与结果反思; 组织因素属于远

端边界条件, 主要通过制度、文化、激励和情境

线索影响团队进行道德判断与行为修正的动机、

压力和机会(Treviño et al., 2014)。基于上述三阶段

机制, 本文将调节因素划分为三类。 

第一, 影响道德预见的调节因素。道德预见

的关键在于团队能否识别事件的道德意义和预判

伦理后果(Reynolds & Miller, 2015)。团队层面的

道德意识能够使团队认识到决策的道德含义并预

见可能的伦理后果, 进而更可能做出符合道德标

准的行为; 组织层面的道德强度则通过强化问题

的重要性和显著性, 提升团队对道德事件的关注

程度。因此, 团队道德意识和组织道德强度主要

调节道德事件对团队道德标准和行为意向的影响。 

第二, 影响道德调节的调节因素。道德调节

的关键在于团队能否将既有道德标准和行为意向

转化为实际行动。团队自我控制反映团队抵御短

期诱惑、竞争压力和即时满足的能力, 高自我控

制团队更能够抑制机会主义行为, 促进道德行为

意向转化为实际行动 (Duckworth & Steinberg, 

2015)。组织激励和成本则通过奖励道德行为、提

高非伦理行为代价和强化问责机制, 影响团队在

道德标准与现实利益冲突时的行为选择(Locke & 

Latham, 2019)。因此, 团队自我控制以及组织激

励和成本主要调节团队行为意向与团队道德行为

之间的关系。 

第三, 影响道德自省的调节因素。道德自省

要求团队在行为发生后真实反思, 并依据评估结

果修正标准。团队道德责任和道德谦逊有助于正

视行为偏差, 减少防御性归因与合理化(Hochwarter 

et al., 2007; Owens et al., 2019); 组织道德反思机

制能够提供复盘与学习框架, 而道德模糊性则可

能弱化责任和标准。因此, 这些因素主要调节团

队道德行为评估对后续道德标准修正的影响。 

命题 3：在 TMBP 动态循环过程中, 团队道

德意识、自我控制、道德责任和道德谦逊, 以及

组织道德强度、激励与成本、组织道德反思和道

德模糊性, 会作为边界条件影响道德预见、道德

调节和道德自省机制的运行。 

3.2  团队道德行为的模式、机理及动态演化 

本文基于团队三维属性模型 , 从技能差异

性、权威差异性和时间稳定性三个维度对团队进

行分类。该模型源于 Hollenbeck 等(2012)对团队

分工、权力配置和成员稳定性的归纳, 三个维度

分别对应团队的能力结构、权力结构与时间结构, 

能够解释团队成员如何分工协作、配置决策权并

形成持续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 本文分析不同

团队类型对应的 TMBP 模式及其形成与演化规

律。具体而言 , 技能导向团队会形成 “ 聚类

式”TMBP, 即道德行为以子群体为中心局部聚集, 

表现为群体内部趋同、群体之间分化; 权威导向

团队会形成“层级式”TMBP, 即道德行为沿权威

等级呈纵向分布, 同层级内部趋同、不同层级之

间分化; 时间导向团队会形成“均等式”TMBP, 即

成员间道德行为差异较小, 整体呈现均衡化和低

离散性。 

三类 TMBP 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遵循“团队

主导属性—形成机理—理论视角”相匹配的原则。

聚类式 TMBP 主要涉及成员依据技能、需求和关

系形成子群体的过程, 可由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

网络理论解释; 层级式 TMBP 关注道德事件沿权

力等级扩散并形成层级规范的过程, 可借助事件

系统理论和社会等级理论解释; 均等式 TMBP 强

调道德信息在有限时间内传播并形成共享规范的

过程, 可从道德声音、情绪感染和社会身份等理

论加以解释。为比较不同团队属性及其 TMBP 的

形成与效应机制, 本文对三类团队及其 TMBP 模

式进行汇总, 见表 3。 

3.2.1  “技能导向”团队中 , 团队道德行为的模

式、形成过程与动态演化 

“技能导向”团队是权威差异性较低、时间稳

定性较高, 并由技能属性主导的团队。其成员拥

有多样化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通过多技能整合解

决复杂问题, 团队协作高度依赖成员的专业能力

(Hall et al., 2018)。在此类团队中, 技能提升等个

体需求驱动成员互动与 TMBP 形成。根据自我决

定理论, 成员的自主、能力和关系需求共同塑造

团队内部的网络结构。 

(1) “技能导向”团队中的聚类式关系网络 

①自主性需求驱动工具性聚类网络。在技能

导向团队中, 成员拥有较高自主权, 可根据任务

和技能目标选择合作对象。一方面, 成员会寻求

技能互补者以完成复杂任务; 另一方面, 技能和

背景相似者也会因知识共享和专业认同而相互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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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类型团队及其 TMBP 的分类比较 

 技能导向团队 权威导向团队 时间导向团队 

三维属性特征 权威差异性低、时间稳定性

高、技能差异性大 

技能差异性低、时间稳定性高, 权

威差异性大 

技能差异性低、权威差异性

低, 时间稳定性低 

典型现实情境 跨职能团队、研发团队、多

学科协作团队 

金字塔型团队、沙漏型团队、矩形

团队、自我管理团队 

临时任务团队、应急团队、

短周期项目团队 

TMBP 类型 聚类式 TMBP 层级式 TMBP 均等式 TMBP 

TMBP 特征 子群体内趋同、子群体间分

化、整体呈多中心和簇状分

布的格局 

同一权威层级内趋同、不同权威层

级间分化、整体呈层级化和梯度分

布的格局 

成员间差异小、离散程度较

低 , 整体呈现均衡化和低离

散的分布格局 

TMBP 形成动因 成员个体需要(自主需要、能

力需要、归属需要) 

成员或领导触发的道德事件 道德声音 

TMBP 形成逻辑 工具性聚类网络与情感性聚

类网络 

权力结构、等级角色期待与道德等

级规范 

道德评估、道德情绪、情绪

感染、团队情绪共鸣 

TMBP 效应的理论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支配理论 社会身份理论 

TMBP 效应的多层中介 群体嵌入、团队关系冲突、

组织学习 

心理安全感、等级流动、组织变革 责任分散、团队凝聚力、企

业社会责任 

 

近, 由此形成若干工具性子群体。②能力需求进

一步强化工具性聚类网络。复杂任务和挑战性目

标促使成员提升技能、拓展知识, 并主动与具有

相关专长的成员合作。具有相似能力需求、合作

目标和问题解决方式的成员更容易建立稳定联系, 

从而强化团队内部的工具性聚类结构(倪旭东 等, 

2015)。③归属需求驱动情感性聚类网络。共同价

值观能够增强成员间的信任、认同与归属感, 促

进稳定的情感联系; 价值观差异则可能削弱合作

意愿并造成关系分化。因此, 成员会围绕相似价

值观形成情感性子群体。总体而言, 技能导向团

队在自主性和能力需求驱动下形成工具性聚类网

络, 在归属需求驱动下形成情感性聚类网络。 

(2)子群体内趋同与子群体间分化的聚类式

TMBP  

在聚类式关系网络中, 子群体内部成员的道

德行为往往高度趋同。社会网络理论认为, 处于

相似网络位置和社会角色的成员会形成相近的道

德义务感, 并通过稳定的信息渠道了解彼此的伦

理态度与行为, 从而促进道德表现一致(Erickson, 

1988)。派系理论进一步指出, 成员间越频繁、紧

密地互动, 子群体越容易形成较强的凝聚力和共

同的伦理规范, 使成员感知并遵循群体对道德行

为的期待。社会认同理论则认为, 成员会依据共

同价值观和社会特征将自己归入特定子群体, 并

倾向于在态度与行为上同身份相似者保持一致

(Hogg & Terry, 2000; Tajfel & Turner, 1986)。自我

分类理论进一步表明, 成员会根据情境调整群体

归属, 并在群体规范作用下修正自身行为。群体

认同越强, 其对成员道德判断和行为的影响越显

著(Ellemers et al., 2002)。因此, 聚类式网络中的

互动联系、共同规范和群体认同共同推动子群体

内部道德行为趋同。 

命题 4：在“技能导向”团队所形成的聚类式关

系网络中, 子群体内部表现出高度同质化的道德

行为。 

在聚类式关系网络中, 不同子群体成员的道

德行为往往呈现明显差异。自我分类理论认为 , 

群体内部行为趋同、群体之间行为分化; 当个体

激活群体层级的自我分类时, 会更强调群体差异, 

强化对内认同与对外区分。元对比原则也指出 , 

成员倾向于放大群体间差异, 并以刻板印象感知

外群体(Hogg & Turner, 1987)。但过度分化也会削

弱成员对团队整体的归属感和忠诚度(Kozlowski 

& Bell, 2003)。同时, 社会网络理论指出, 子群体

之间处于相对松散的网络中, 成员受整体约束较

弱, 更易依据子群体的道德观念在整体上形成差

异化的道德义务与行为规范, 从而表现出多样而

离散的道德行为(Jones, 1991)。 

命题 5：在“技能导向”团队所形成的聚类式关

系网络中, 子群体间表现出显著差异化的道德行为。 

命题 6：在“技能导向”团队中, 子群体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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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会呈现同质化特征, 而子群体之间的道

德行为则会呈现异质化特征。由此, 团队整体的

道德行为表现为“子群体内趋同、子群体间分化”

的聚类分布形态, 即聚类式 TMBP。 

(3)聚类式 TMBP 的动态属性 

聚类式 TMBP 具有明显的动态性 , 会随时

间、任务和环境变化而调整。从社会网络视角看, 

这种动态性主要表现为：协作或竞争任务改变子

群体内部的网络密度; 跨群体任务影响子群体间

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 任务性质推动网络中心

角色在不同成员之间转移; 外部挑战或内部竞争

则促使群体边界弱化或强化。上述网络结构变化

共同推动团队 TMBP 持续演化(Leenders et al., 

2016)。子群体成员的道德行为也会随社会身份和

自我分类的变化而调整。成员通常具有多重身份, 

主导身份会因任务情境而转换, 并相应影响道德

行为。跨子群体合作时, 团队层级身份更易被激

活, 子群体间的道德差异趋于弱化; 内部竞争时, 

子群体身份更突出, 道德分化则可能加剧(Turner 

et al., 1987)。因此, 技能导向团队的聚类式 TMBP

并非静态分布, 而是在网络结构和群体身份变化

中持续生成与调整的动态过程。 

3.2.2  “权威导向”团队中 , 团队道德行为的模

式、形成过程与动态演化 

(1)权力结构下道德事件的触发作用 

“权威导向”团队是指技能差异性低、时间稳

定性高, 由“权威”属性主导的团队。我们将基于社

会等级视角, 解释此类型团队 TMBP 的形成与动

态演化。社会支配理论认为, 社会的基本特征在

于等级化的权力结构和上下级关系, 不同等级的

个体会依其等级角色展现相应行为(Pratto et al., 

1994; Sidanius et al., 1994)。在团队情境中, 正式

权力主要体现为合法权力、分配权力和奖惩权力

(French & Raven, 1959)。既有领导力、权力地位

与团队过程研究也表明, 团队权力分布会深刻塑

造成员的认知、态度与行为(Magee & Galinsky, 

2008; Sauer, 2011; Tost et al., 2013)。因此, 在“权

威导向”团队中 , 团队结构与运行建立在清晰的

等级和权力关系之上, 其道德行为模式具有明显

外生性特征：团队道德行为往往由个体层面的道

德事件触发, 再沿着团队权力结构扩展为集体层

面的 TMBP。 

事件系统理论指出, 个体事件可通过成员互

动自下而上演化为集体现象(Morgeson et al., 2015)。

成员的道德违规或示范会引发团队的情感、认知

与行为反应, 并进一步影响道德标准、行为意向

和集体行为。依据事件发起者的地位, 可区分为

低权威者和高权威者引发的道德事件：前者通常

影响有限, 后者因示范性和权力地位而具有更广

泛的影响。由此, 权威导向团队的 TMBP 始于不

同权威层级的个体道德事件, 并沿团队权力结构

逐步扩散至道德标准、行为意向、道德行为及行

为评估。 

(2)个体动机与集体规范共同驱动的层级式

TMBP  

“权威导向”团队中的个体道德行为动机, 表

现为道德事件发生后, 成员会基于社会层级作出

反应。社会层级理论指出, 组织中的权力与地位

不对称塑造社会互动, 高权力者倾向于维持地位, 

低 权 力 者 则 受 等 级 规 范 约 束 而 表 现 出 服 从

(Sidanius et al., 2003)。高权威者的道德行为主要

受权威维护动机驱动。他们会借助道德行为积累

道德声誉、社会尊重等象征性资本, 以增强自身

权威的正当性; 也会采取道德显著性策略, 通过

承担责任、调解冲突、参与公益等方式塑造值得

信赖的形象; 当感知到地位受威胁时, 还会进一

步强化道德表现, 以巩固领导合法性(Blader et al., 

2016; Keltner et al., 2003)。因此, 高权威者倾向于

展现更多数量或更高水平的道德行为, 以维持其

层级地位。低权威者的道德行为则受到层级规范

与群体压力的双重塑造。一方面, 他们会以高权

威者为道德参照, 将上级的道德表现内化为自己

的行为阈值, 以确保自身行为符合领导期望; 另

一方面, 他们也会以同层级成员为参照, 通过观

察、模仿和从众, 使自身道德行为与同伴保持一

致 , 以避免被群体孤立或排斥 (Fragale et al., 

2011)。因此 , 低权威者更倾向于以他人为中心 , 

在服从高权威者和趋同同阶层成员之间调整自身

行为。 

命题 7：“权威导向”团队中, 高权威者受权力

维护动机的驱动, 表现出高水平的道德行为; 低

权威者受群体压力(高权威者的要求和期望)和层

级规范(与同层级成员保持一致)的制约, 表现出

比高权威者更低且与同层级成员保持一致的道德

行为。 

在“权威导向”团队中, 高权威者通过道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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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彰显并维护权威, 低权威者则通过服从上级和

趋同同伴维持等级秩序。随着这种互动不断累积, 

团队会形成具有等级特征的道德角色期待与行为

标准, 即不同权力层级的成员“应当”承担不同程

度的道德责任：高权威者承担更多责任, 低权威

者遵守层级边界并保持同级一致, 由此形成道德

行为与权威等级相匹配的等级式道德规范(Rai & 

Fiske, 2011)。 

在此基础上 , 权威导向团队会形成层级式

TMBP, 整体呈现“上高下低、同级趋同”的行为格

局。例如, 在团队捐款中, 高权威者通常被期待捐

得更多, 低权威者则在低于上级的同时与同级成

员保持一致。层级式 TMBP 既可能表现为美德行

为, 也可能表现为非道德行为：当等级规范与普

遍道德准则一致时, 高权威者会通过超额美德塑

造道德权威, 低权威者则予以支持和追随; 当二

者相冲突时, 高权威者可能重构道德标准并合理

化不当行为, 低权威者则在服从和从众压力下卷

入其中, 形成系统性伦理风险(Ashforth & Anand, 

2003)。 

命题 8：“权威导向”团队中, 成员间的地位差

异会催生出团队等级式道德规范, 以此约束团队

成员调整道德行为以符合规范要求, 从而在集体

层面上表现出层级式的 TMBP。 

(3)层级式 TMBP 的动态属性 

层级式 TMBP 并非静止不变 , 而是一种可

见、开放且可变的集体行为框架。成员在观察、

参与、体验和评估该模式的过程中, 会对其合理

性与后果进行反思, 并据此调整自身行为。这一

动态过程可由自我调节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解释, 

具体表现为道德共鸣与道德失调两种机制。道德

失调是成员意识到现行 TMBP 与自身道德标准不

一致时所产生的内疚、厌恶、不适等消极反应

(Barkan et al., 2015); 道德共鸣则是指成员感到该

模式公平、合理、符合自身道德理想时所体验到

的满足、自豪、希望等积极反应(Andreoni, 1990)。 

道德共鸣会强化成员对现行等级式道德规范

的认可, 使其继续遵循既有模式。高权威者会通

过持续承担道德责任、发挥榜样作用来巩固现行

TMBP, 低权威者则通过响应领导号召、参与道德

活动、保持同伴一致来维持该模式。相反, 道德

失调会促使成员采取改进或妥协两类策略。改进

是成员通过更积极的道德施为来提升团队道德标

准：高权威者可通过更公平分配、更透明决策和

更强道德垂范优化现有规范, 低权威者也可通过

反馈问题、提出建议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推动团

队整体向上调整。妥协是成员通过忽视、辩护或

合理化现有做法, 降低自身道德标准以减轻心理

冲突, 例如以“我只是在执行命令”或“大家都这样

做”为非道德行为开脱。前者可能推动团队 TMBP

优化升级, 后者则会导致团队道德标准下滑, 甚

至诱发更严重的道德危机。综上, 层级式 TMBP

并非静态的道德行为模式 , 而是在团队成员参

与、体验和评估过程中, 在道德共鸣与道德失调

的共同驱动下持续调整, 使层级式 TMBP 呈现动

态演化的特征。 

3.2.3  “时间导向”团队中, 团队道德行为的模式

与形成过程 

(1)道德声音触发的团队成员道德评估 

“时间导向”团队是技能差异性和权威差异性

均较低、由时间属性主导的团队。本文将道德声

音视为其 TMBP 形成的首要动因。道德声音是个

体或群体基于伦理原则 , 对行为或决策表达认

可、质疑、批评或建议的自主行为(Zhao et al., 

2023)。其流向包括成员之间、成员向领导、外部

成员向组织领导及成员向外部利益相关者, 其中

团队成员之间的道德声音与 TMBP 最为相关。时

间导向团队通常面临任务紧急、时间有限的情境。

由于成员关系短期化、目标导向突出, 人际顾虑

较少, 道德观点更容易被表达; 同时, 即时提醒、

反馈和讨论能够迅速进入团队互动, 并借助开放

高效的沟通渠道快速扩散, 从而在短期内影响团

队整体道德行为。接收到道德声音后, 成员会依

据伦理规范对相关行为进行评价, 区分“好事”与

“坏事”, 并赋予行为及其主体正面或负面的道德

属性。公平理论表明, 人们倾向于支持道德行为、

反对不道德行为(Cropanzano et al., 2003)。这一评

估以个人道德标准为基础, 同时受到同事、领导、

组织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影响。 

(2)均等式 TMBP 的生成——从个体情绪反应

到团队情绪共鸣 

在完成“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的评估后, 成员

会产生相应的道德情绪反应。道德情绪是个体对

涉及道德秩序的人际互动所产生的情感反应

(Haidt, 2003)。当成员感知道德声音揭示了违规、

伤害或不公时, 可能产生厌恶、轻蔑、内疚、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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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尴尬等抑制性情绪; 当感知道德声音反映了

善行、责任或高尚品质时, 则可能产生同情、怜

悯、自豪、感恩等促进性情绪。这些情绪会进一

步影响成员后续的道德判断与行为倾向。 

命题 9：成员对道德声音的道德评估, 会唤起

个人的抑制性(如恐惧、羞愧等)或促进性(如怜悯、

同情、自豪等)的道德情绪反应。 

在以上过程中, 归因发挥关键调节作用。个

体会对行为原因作出解释, 将其归因于内部因素

(如人格、动机、恶意)或外部因素(如压力、制度、

情境) (Mikula, 2003)。如果将不道德行为归因于

施为者的稳定特质, 成员更可能产生愤怒、厌恶

等强烈的谴责性情绪; 若归因于外部情境, 则更

可能产生理解、同情等较温和的情绪。相反, 若

将道德行为归因于高尚品格, 更容易激发钦佩和

感激; 若归因于奖励或压力, 积极情绪则可能被

削弱。 

命题 10：归因在道德评估对道德情绪的影响

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影响情绪的类型或强度)。 

个体的道德情绪会通过情绪感染与情绪同步

扩散到团队层面 , 形成团队情绪共鸣 (Barsade, 

2002)。情绪感染强调成员之间在互动中无意识地

传递和接收情绪, 使情绪状态逐渐趋同; 情绪同

步则强调成员情绪随时间变化的节奏趋于一致。

二者共同作用, 使团队成员不仅在情绪内容上相

似, 也在情绪波动方式上趋同, 最终形成集体层

面的情绪共振。 

命题 11：成员个体的道德情绪会通过情绪感

染和情绪同步机制, 在团队集体层面上达到情绪

共鸣(包括情绪状态和变化节奏等)。 

团队规范建立在共同准则基础上, 并通过奖

惩机制引导成员行为(Beller, 2008)。我们认为, 团

队情绪共鸣会促进两类规范形成。其一是道德赞

许规范 , 即团队逐渐形成关于哪些行为应被认

可、哪些行为应被拒斥的共识。由于团队不会对

所有行为给予同等强度的奖励或惩罚, 成员在持

续的情绪反馈与相互评价中, 会逐渐明确哪些行

为是团队强烈支持或谴责的对象, 从而形成稳定

的道德评价标准。其二是换位思考规范, 即团队

成员在决策和互动中习惯于采择他人视角, 理解

自身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情绪共鸣增强了成员间

的情感联结和理解, 使他们更容易进行换位思考; 

而较强的换位思考规范又会促进成员关注他人处

境, 强化情绪共鸣与自我调节。正是在道德赞许

规范与换位思考规范的交互作用下, “时间导向”

团队会逐步发展出以成员间较为均衡的道德表达

和相互约束为特征的均等式 TMBP。 

命题 12：团队情绪共鸣会促进团队形成两类

规范——道德赞许规范和换位思考规范; 而这两

类团队规范又会促进团队成员形成新一轮的情绪

共鸣。在二者的交错作用下, “时间导向”团队会逐

渐在集体层面形成均等式的 TMBP。 

3.3  团队道德行为模式影响效应的差异化作用

机理研究 

本部分旨在通过 TMBP 建立团队道德行为模

式与多层次效率结果之间的理论联系, 弥补既有

研究中团队道德与效率相对割裂的不足。作为研

究构想, 本文不试图穷尽 TMBP 的所有结果变量, 

而选取绩效和创新作为代表性效率指标。绩效反

映个体、团队和组织实现既定目标的短期效率 , 

创新则体现知识整合、问题解决和持续发展方面

的长期效率。二者既是团队研究中最常用的结果

变量, 也有助于在统一框架下比较三类 TMBP 的

差异化作用机制。因此, 本文将绩效和创新视为共

同的远端结果变量, 而非 TMBP 的直接结果变量。 

鉴于三类 TMBP 的结构特征和作用逻辑不同, 

本文采用“不同 TMBP—不同理论视角—不同中

介机制—相同效率结果”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 

聚类式 TMBP 具有多中心、簇状分布特征, 主要

从社会网络视角加以解释; 层级式 TMBP 呈纵向

分层和梯度分布, 主要从社会支配视角加以解释; 

均等式 TMBP 具有低离散和均匀分布特征, 主要

从社会身份视角加以解释。本文据此选取相应的

中介变量, 分析三类 TMBP 影响绩效和创新的差

异化机制, 概念模型见图 3。 

3.3.1  聚类式 TMBP 影响效应的作用机理 

聚类式 TMBP 会通过群体嵌入机制提升个体

的绩效和创新。群体嵌入是个体对自己在现有工

作中所属群体的各种依附关系的总体感知, 包括

联系、匹配和牺牲三个方面。前文指出, 在团队

社会网络关系约束下, 成员在团队层面形成聚类

式 TMBP。进一步地, 这种模式所传递的隐性信

息与成员基于网络关系形成的心理预期相一致 , 

从而维持网络关系稳定, 增强成员对同属网络成

员的联系感、价值匹配感和留任意愿(陈奥博 等, 

2025)。较高的群体嵌入一方面会强化员工的群体 



7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5 卷 

 

 

 
 

图 3  三类 TMBP 对绩效和创新影响效应的概念模型 
注：虚线代表团队层面变量可能对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变量产生的跨层次影响 

 

成员身份, 促使其满足团队和组织期待, 提高绩

效; 另一方面也会使员工拥有更多心理和关系资

源, 提升其创新投入和创新成功可能性。 

命题 13：群体嵌入在聚类式 TMBP 对个体绩

效和创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聚类式 TMBP 会通过团队关系冲突机制削弱

团队效率结果(如绩效、创新)。团队关系冲突是指

成员之间出现紧张、敌意和厌烦等不和谐现象 , 

往往由成员异质性引发(Friedman et al., 2000)。本

文认为, 在聚类式 TMBP 中, 团队成员的道德行

为聚集于不同子群体并呈现分化, 由此形成的子

群体间道德异质性会诱发关系冲突。一方面, 不

同子群体在道德行为上的差异会通过社会比较凸

显群体间自我形象差距, 高道德子群体可能威胁

其他子群体成员的自尊和自我评价, 进而引发负

面情绪和关系紧张。另一方面, 道德行为差异还

可能改变不同子群体的影响力和地位分布, 使道

德影响力向高道德行为子群体转移, 进而诱发团

队内部的人际摩擦、权力斗争和关系冲突。而关

系冲突会破坏团队功能、资源分配和信任关系 , 

不利于团队绩效与创新 (Mohammed & Angell, 

2004)。 

命题 14：团队关系冲突在聚类式 TMBP 对团

队效率结果(绩效、创新等)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聚类式 TMBP 会通过组织学习机制削弱组织

效率结果(如绩效、创新)。组织学习是组织收集、

吸收并整合内外部信息, 形成共享知识与组织记

忆, 以应对环境变化并维持竞争优势的过程(陈国

权, 马萌, 2000)。聚类式 TMBP 可能加剧团队内

部以及团队之间的断裂、隔离甚至对立, 阻碍信

息、知识、技能和经验在组织社会网络中的流动。

同时, 聚类效应会固化成员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 

使其合作范围局限于固定子群体, 进而限制多样

化知识和丰富信息在更广泛网络中的传播, 最终

损害组织学习。由于组织学习对组织绩效和组织

创新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因此： 

命题 15：组织学习在聚类式 TMBP 对组织效

率结果(绩效、创新等)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3.3.2  层级式 TMBP 影响效应的作用机理 

层级式 TMBP 会通过心理安全感机制提升个

体效率结果(如绩效、创新)。心理安全感是指个体

在组织中敢于展示和表达自我、且不担心负面后

果的积极心理状态(Edmondson & Lei, 2014)。如前

所述, 在“权威导向”团队中, 成员依据自身社会

等级表现出与其层级相符的道德施为, 即高等级

者更多、低等级者更少、同等级者趋于一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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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层级式 TMBP 强化了团队的等级规范, 明确了

成员“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 从而使成员在

稳定的等级结构中获得更强的心理安全感。进一

步地, 心理安全感有助于员工将更多精力投入工

作, 提升绩效, 也能降低创新中的焦虑、不安和对

失败后果的担忧, 从而促进创新。 

命题 16：心理安全感会中介层级式 TMBP 对

个体效率结果(绩效、创新等)的影响。 

层级式 TMBP 会通过抑制等级流动对团队绩

效产生积极影响、对团队创新产生消极影响。团

队内部地位并非完全固定, 除正式权力外, 道德

行为也是成员获取地位的重要途径 (Bai et al., 

2020)。层级式 TMBP 意味着高地位者展现更多道

德行为、低地位者展现更少道德行为, 从而维护

而非挑战既有等级秩序。其结果是, 成员难以通

过“道德光环”改变原有地位, 团队内部等级流动

减少。稳定的等级结构有助于减少关系冲突、角

色模糊等成本, 使成员更专注于既定任务, 从而

提升团队绩效; 但等级固化也会降低成员通过创

新获取收益的预期, 强化守旧氛围, 并增加对创

新失败的顾虑, 不利于团队创新。 

命题 17：等级流动会中介层级式 TMBP 对团

队效率结果(绩效、创新等)的影响。 

层级式 TMBP 会通过阻碍组织变革削弱组织

绩效和组织创新。组织变革是组织为适应内外部

环境变化而对其要素进行调整、更新和创新的过

程(Barnett & Carroll, 1995)。层级式 TMBP 不仅维

持成员间的等级次序, 也反映出成员在观念上追

求稳定、厌恶改变。由于集体道德行为具有较强

外显性和社会赞誉性, 这种“等级固化”的行为线

索还会在更大范围内扩散, 削弱组织内部支持变

革的氛围。进一步地, 组织变革有助于组织适应

环境、提升运行效能, 并营造鼓励改变和支持创

新的环境。因此, 层级式 TMBP 会因抑制组织变

革而对组织绩效和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命题 18：组织变革会中介层级式 TMBP 对组

织效率结果(绩效、创新等)的影响。 

3.3.3  均等式 TMBP 影响效应的作用机理 

均等式 TMBP 会通过责任分散对个体效率结

果(如绩效、创新)产生消极影响。责任分散是指群

体中个体的责任感弱于单独个体的责任感, 因而

更容易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视为集体责任并

加以推卸(Bandura et al., 1996)。这一机制同样适

用 于 团 队 成 员 对 团 队 责 任 的 感 知 (Mynatt & 

Sherman, 1975)。“时间导向”团队具有临时性、短

期性等特征, 其成员关系更容易表现出同质化和

均等化。均等式 TMBP 所传递的“相同”、“平等”

等社会线索, 会强化成员的“搭便车”心理, 使其

在团队运行和结果上产生责任分散感, 进而弱化

自身责任意识, 减少工作投入和挑战性创新行为。 

命题 19：责任分散会中介均等式 TMBP 对个

体效率结果(绩效、创新等)的影响。 

均等式 TMBP 会通过团队凝聚力提升团队效

率结果(如绩效、创新)。团队凝聚力是成员在追求

共同目标过程中相互结合的倾向, 体现团队完成

任务而紧密联系的程度(Mach et al., 2010)。一方

面, 均等式 TMBP 向成员传递出道德行为一致的

信号 , 强化成员间的一致性认知; 另一方面 , 它

也减少因差异化道德行为而引发的风险和分化 , 

促使成员保持团结与协作。进一步地, 较高的团

队凝聚力有助于增强团队精神和协作效率, 提高

团队绩效; 同时, 成员间的信任也更有利于知识

共享与资源整合, 从而促进团队创新。 

命题 20：团队凝聚力会中介均等式 TMBP 对

团队效率结果(绩效、创新等)的影响。 

均等式 TMBP 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效

率结果(如绩效、创新)产生消极影响。企业社会责

任强调企业除追求经济利益和遵守法律外, 还应

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 (McWilliams & Siegel, 

2001)。然而, 均等式 TMBP 可能在组织层面产生

外溢效应, 使组织内部难以形成突出的道德明星

或道德团队, 削弱榜样示范作用。长期来看, 这种

“平均化”道德表达可能导致组织形成对道德问题

不够敏感的氛围, 不利于公益参与和企业社会责

任履行。鉴于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绩效与创新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 均等式 TMBP 可能由此对组织

效率产生间接不利影响。 

命题 21：企业社会责任会中介均等式 TMBP

对组织效率结果(绩效、创新等)的影响。 

4  理论建构与贡献 

响应新兴团队快速涌现与群体道德效应日益

凸显的管理现实, 本文创造性地提出 TMBP 这一

团队层面的核心概念, 并在团队三维属性模型基

础上设计出一个科学且实用的团队分类框架。借

助这一分类框架与 TMBP 概念, 本文区分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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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型、权威导向型和时间导向型三类典型团队, 

进一步分别推演出聚类式、层级式和均等式三类

TMBP, 并系统分析其形成机制、动态演化过程, 

以及在个体/团队/组织多层次上的影响效应与作

用机理。由此, 本文整体建构出一个由团队分类

体系、TMBP 核心概念、TMBP 形成与演化机制

以及 TMBP 多层次效应与作用机理共同组成的团

队集体道德理论体系。借此针对不同类型团队 , 

更为精准地识别、描述和解释全体成员集体道德

行为的组合特征及其运行规律。本文不仅试图为

团队研究开辟一个以道德行为模式为核心的新分

析视角, 也推动组织道德研究的主体由个体拓展

至团队层面, 从而揭示和解释更多发生在团队情

境中的群体道德现象。具体的： 

第一 , 本文通过构建系统的团队分类体系 , 

辨析不同类型 TMBP 的特征、形成、演变与效应, 

突破团队道德研究长期存在的“去类型化”和“单

一离散分类”局限 , 推动团队道德理论在一般性

与特殊性上的发展。既有研究虽取得了丰富成果, 

但由于忽视团队类型 , 相关理论往往较为宽泛 , 

难以及时回应新兴团队中的伦理现象; 即使依据

虚拟/实体、临时/长期等单一维度进行分类, 也容

易造成研究议题零散、结论难以整合、无法准确

刻画新兴团队的多重交叉属性等问题。本文恰能

解决上述问题。 

一方面 , 本文设计了统一的团队分类体系 , 

以提升团队道德理论的一般性与适用性。基于

Hollenbeck 等(2012)的团队三维属性模型 , 本研

究以技能差异性、权威差异性和时间稳定性分别

作为 X、Y、Z 轴, 构建三维空间模型, 并通过量

化计分确定不同团队在空间中的具体位置。该体

系能够将不同形态的新兴团队纳入统一框架, 便

于研究者比较不同团队的共同特征、研究问题与

研究发现, 促进相关知识的系统积累与理论整合。 

另一方面, 本文细分了团队类型, 将 TMBP

的形成、演化与效应置于具体团队情境中, 以提

升团队道德理论的特殊性和准确性。通过将团队

属性、群体动力机制与道德行为相结合, 识别出

三类集体道德行为模式, 并从社会网络、社会支

配和社会身份等视角分析作用机理。具体而言 , 

技能导向团队受专业技能异质性、权威核心及技

能网络结构影响, 呈现“聚类式”分布; 权威导向

团队受集中权力结构、权威示范与道德妥协影响, 

呈现“层级式”分布; 时间导向团队受合作周期、

互动频率及伦理共识影响, 呈现“均等式”分布。由

此, 团队道德理论能够更清晰地描述不同团队的

道德特征, 更准确地预测相关道德现象, 并更深

入地揭示其内在规律。 

第二, 本研究提出 TMBP 这一全新概念, 试

图更直接、更客观地概括和描述团队集体的道德

施为方式, 为理解群体道德行为提供全新的理论

视角。尽管现有少量研究也曾尝试将团队特征与

道德议题联系起来, 例如考察领导力、团队氛围、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等因素与团队伦理结果之间的

关系, 但这类研究总体上仍停留在传统变量关系

分析范式之中。现有研究虽然触及了团队与道德

的关联, 却仍不足以形成对团队集体道德特征的

系统而准确的刻画。 

与此不同, TMBP 直接以团队成员道德行为

在集体层面的组合形式为分析对象, 关注其在形

式、结构、互动和变化上的整体模式。首先, TMBP

聚焦可观察的外显道德行为, 而非成员对道德环

境的主观感知, 这些行为更容易被观察、比较和

模仿, 并在互动中形成规范约束。其次, TMBP 并

非简单地加总成员个体道德, 而是通过行为组合

揭示团队整体特征, 更符合团队作为集合性行动

单元的本质。最后, TMBP 将团队内部的社会结

构、关系网络和互动动力纳入分析, 以动态视角

解释团队道德行为的形成、维持与演化。由此 , 

TMBP 实现了三方面推进：一是突破将团队道德

视为个体道德加总或平均的“加法思路”, 确立团

队集体特征的核心地位; 二是减少对成员主观报

告的依赖, 强调对团队集体行为表现本身的识别; 

三是突破“从个体看集体”的局限, 更充分地呈现

团队内部的社会结构、互动关系与动态演变。总

体而言, TMBP 与团队的复杂性、集合性和动态性

相契合, 为解释团队集体道德的特征、形成与演

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第三, 本文围绕多类型团队 TMBP 的形成、

演化及多层次影响机制提出一系列命题, 构建兼

具横向分类与纵向过程的理论框架。横向上, 系

统区分不同团队类型及对应的 TMBP 类型、形成

机制、演化路径与作用效应; 纵向上, 突破传统

“时间点”式静态分析, 转向覆盖形成、调整、稳定

与转化过程的“时间线”研究视域。 

一方面, 本文基于团队三维属性模型, 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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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差异性、权威差异性和时间稳定性为基本维度, 

将团队概括为技能导向型、权威导向型和时间导

向型, 并分别推演出聚类式、层级式和均等式三

类 TMBP。该框架并非以统一模板解释所有团队, 

而是强调不同团队因内部结构、互动逻辑和运行

条件不同, 会形成差异化的 TMBP。由此, 研究重

点从“团队是否存在 TMBP”推进到“何种团队形成

何种 TMBP、为何形成、如何演化以及产生何种

效应”, 使 TMBP 成为连接团队类型、群体互动过

程与多层次结果的重要理论枢纽。另一方面, 本

文将团队视为具有互动性、涌现性和群体动力特

征的社会系统。团队道德行为模式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在成员互动、社会网络、身份认知、道德事

件和情境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形成、维持和调

整。因此, TMBP 既是对某一时点团队道德模式的

描述, 也是对其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稳定、强化、

分化或转型的动态刻画。基于此, 本文围绕 TMBP

的形成条件、互动机制、演化轨迹及多层次效应, 

提出了可操作、可比较、可追踪和可检验的实证

命题, 并将时间维度纳入研究设计。通过社会网

络分析、扎根研究、追踪调查和模拟仿真等方法, 

连续考察 TMBP 的形成过程、演化路径及作用机

制, 从而将团队成员互动的群体动力过程与团队

整体道德模式的时间性变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 

总之, 本文开辟了团队道德研究的新范式：

即从传统关注“成员个体对道德情境的感知”, 转

向关注“团队集体实际展现出的道德行为组合”; 

从“跨层次同构地拼接个体变量”, 转向“开发团队

层面的专属构念”; 从“描述单一时点的静态现象”, 

转向“解释时间过程中的动态生成与演化”。这一

范式转换不仅提升了团队道德研究的理论解释力, 

也为 TMBP 的形成、演化与作用机理提供了可操

作、可追踪、可比较、可检验的实证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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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moral behavior patterns (TMBP): Conceptualization, formation,  
and multi-level influenc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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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liferation and increasing diversity of teams, team-level moral behavior has 

extended beyond individual moral conduct and emerged as a frontier issue in organizational ethics research. 

Existing studies have predominantly adopted an individual-centered perspective and overlooked important 

group-level attributes, thereby limit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dynamics of collective moral 

actions. To address this limit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figuration and collective expression of moral 

behaviors among team members, introducing the novel concept of team moral behavior pattern (TMBP).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1) adopts a dynamic perspective to longitudinally examin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moral behavior within teams; (2) draws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attributes of teams 

to identify three typical team types—skill-oriented, authority-oriented, and time-oriented team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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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their corresponding clustered, 

hierarchical, and egalitarian TMBPs; and (3)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logical deduction,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e three types of TMBPs on 

multilevel outcomes at the individual, team,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more 

direct explanation of team moral phenomena, address the longstanding neglect of ethical issues in team 

research,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centered approaches to morality, establish a new avenue for 

research on team morality, and offer guidance for ethical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eams. 

Keywords: team moral behavior pattern, team types, dynamic evolution, multilevel influence 

 

 

 

 

 


